
司徒：从职官到转世活佛系统名号的演变
——元明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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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徒是西周至元代之间中央政府机构的重要职官之一，经历了从实职到加官、赠官的演变。至元代，中

央政府开始将司徒用于西藏等涉藏地区首领的封授，封授对象既有俗官，也有僧官，均为握有实权和影响较大

的人物。明代继承了元代这一传统，并且司徒逐渐演变成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系统的名号，并沿用至今。元、明

两代中央政府对涉藏地区僧俗首领司徒等职的封授，对涉藏地区的治理和疆域的一统产生了积极作用，司徒一

词也逐渐融入藏族文化之中，是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等涉藏地区的重要遗珍，是历史上汉藏文化交融的又一实证，

充分反映出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等涉藏地区的治理，藏族历史上对中央政府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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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藏文化的交流历史悠久。昌都卡若遗址的

出土物表明，早在 4500年前西藏与内地之间就有

联系。特别是从元代中央政府全面、有效治理西藏

以来，西藏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

领域的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

的中华民族文化，元代中央政府封授西藏僧俗首领

的职官司徒就是其中的典型实例之一。本文以职

官司徒为切入点，就其自西周以来的演变、元以来

央政府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封授、活佛转世名号的形

成，见微知著，管窥元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全面治

理而形成的汉藏文化间大规模、频繁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

一、元以前司徒的演变

按文献和考古材料，司徒（或作“司土”）一职设

置始于西周。至元代，该职大抵经历了从地官至丞

相、再发展到位高权轻的加官、赠官的复杂演变。

按《周礼》，司徒为“地官”，职能为“使率其属而掌邦

教，以佐王安抚邦国。教官之属”。同时有大司徒、



小司徒等不同之分，其中，“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

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小司徒

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1]结合金文

等文献，西周的司徒除平时主管民事外，还兼管卜

事，战时率兵作战。[2]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各国开疆拓土的日益激

烈，作为西周设置的“三有司”的重要成员之一，司

徒的地位开始上升，多数诸侯国的“三有司”官员都

成为执政卿。鲁国以司徒、司马、司空为执政卿，其

中司徒最尊，为上卿；司空、司马次之，为亚卿；郑

国、宋国的执政六卿都包括司徒；晋国在晋文公以

前，以司空、司徒、司马、太师、太傅当政。[3]至西汉

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 1年），丞相被更名为大司

徒，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担任新建的中央权力

的最高职位三公官[4]，一度主管朝政，位高权重。进

入东汉，大司徒未进入三公官（东汉三公为太尉、司

马、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公元 51年），大司徒被

光武帝诏令去“大”，更名为司徒 [5]，主要“掌人民

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

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

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视濯，大丧则掌奉

安梓宫。”[6]

曹魏时期，恢复了东汉末曾一度被罢黜的三

公，虽主要以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公，但也间或以

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自此以后，司徒作为三公

官之一，沿袭到北宋政和二年（1112），主要“用做宰

相、亲王、使相加官，不预政事”[7]。1112年，宋徽宗

依据周制，设置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罢去了曹

魏以来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的制度，[8]司徒由

此退出了三公的历史舞台。从曹魏以来，三公官虽

然大抵都是各个朝代当朝的最高官员，位及一品，

但大多位高而权轻，无实权，多坐而论道，基本上授

予朝中重臣和德高望重的大臣，是皇帝对大臣的加

官和赠官，显示皇帝对大臣的宠信恩荣。

到元代，司徒虽然不在三公之列，但在中央政

府机构中仍设置有司徒一职。《元史》明确记载，“又

有所谓大司徒、司徒、太尉之属，或置或不置。其置

者，或开府，或不开府。”[9]其中，大司徒的品位仅次

于三公，与中书右丞相等官同属从一品。[10]与汉魏

至北宋初年三公之一的司徒相比，品位略有所降，

但地位仍十分显赫。

二、元代中央政府对涉藏地区僧俗首领司徒的封授

1279年，元朝立国后，在中央设立管理西藏和

佛教事务的机构总制院（后改宣政院），区划涉藏地

区行政区域，在西藏建立萨迦地方政府，划分十三

万户，建立驿站，清查人口的同时，对西藏的僧俗首

领和官员进行封授和任用，大司徒或司徒就是其中

的主要职官之一。在藏文文献中，“大司徒”通常音

译为“■■■·■■·■”或“■■■·■■·■”，而“司徒”则一般音译为“■■·■”

或“■■·■”偶尔也译为“■■·■”,[11]且明确记载源于汉语，[12]

为“元代职官名”。[13]按《元史》，从元世祖至元十五

年（1278）阿尼哥受封大司徒始，元代封授西藏僧俗

首领为司徒的记载就不绝于史，以至于“其弟子之

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14]

鉴于西藏等涉藏地区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文化

特点，元朝中央对涉藏地区的管理采取“僧俗并用、

军民通摄”的策略。大司徒或司徒的封授也充分体

现出这一特点，其封授对象既有僧官，也有俗官。

其中僧人的封授，主要以国师、法王、帝师为主，辅

以大司徒、司徒和国公等职和名爵，并颁布诏书和

印信。阿尼哥（anige，1244-1306）是首位受封为大

司徒的藏传僧人，他虽系尼泊尔人，但为元朝首位

帝师、萨迦派著名高僧八思巴（1235-1280）的弟子，

后被八思巴举荐到朝廷，因其才华受到元世祖的重

用，于至元十五年（1278）被封为“大司徒，兼领将作

院”。 [15]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藏僧亦怜真乞剌

思也受封司徒[16]，但在英宗延佑七年（1320）二月被

剥夺“所受司徒、国公制，仍销其印”，①泰定帝时再

度受宠，晋封为大司徒，并在泰定四年（1327）二月

命其“为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达鲁花赤，仍大司

徒”。[17]另一名藏僧也在英宗朝被封为司徒：“至治

二年（1322）春正月癸巳，以西僧罗藏为司徒。”[18]

藏文文献也有与此相应的记载，如 1360年前

往大都觐见元朝皇帝的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

佛若必多吉（■■■·■■■ ·■■ ·■■，1340-1383）在 1363年返藏

①《元史》卷27《英宗一》，第599页。仁宗朝所封“亦怜真乞剌思”在此载为“僧辇真吃剌思”，从名字来看，二者应为同一人，

均为藏名■■■·■■■·■■■的不同汉译。该僧生平不详，疑与萨迦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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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弟子、侍从朵康喇嘛定增桑波（■■■·■■■■·■■■·■■）和

蔡格迥钦波（■■·■■■·■■■·■■■·■■,1309-1364）等人也被元惠

宗封为司徒并赐印。[19]

对于西藏俗官的封授，按现有文献，多集中于

元代中后期，受封者多为西藏地方萨迦政府属下十

三万户的万户长和其他涉藏地区地方势力首领，均

为实权派官员，并且所封职位多为大司徒。其中，

元代管理今拉萨地区蔡巴万户的首领贡噶多杰（■■·

■■■·■■ ·■■，1309-1364）是首位受封为大司徒的万户

长。1325年他前往大都觐见泰定帝，受封为蔡巴

万户长，并获得金银、绸缎等大量赏赐，1353年在

出任28年万户长后，让位其弟出家，因其取法名格

微洛珠（■■■ · ■■■ · ■■ · ■■ ■），又以司徒格微洛珠著名于

世。[20]元末西藏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绛曲坚赞（■■·■■·

■■·■■■·1302-1364）于1349年推翻萨迦地方政权后，

元朝中央政府承认既成事实，于 1354年封其为帕

竹万户的万户长，1357年封其为大司徒。[21]约在此

时，管理今西藏南木林县一带的襄万户的首领洛珠

坚赞（■■·■■■·■■·■■■）也被封为司徒。[22]该家族在元末

西藏十分显赫，其父甲哇桑布(■■·■·■■■·■■)曾两度出任

西藏萨迦地方政权的首领本钦(■■■■·■■■)，1333-1339
年升任为宣政院院使，同时出任乌斯藏吐蕃等处宣

慰使都元帅一职；其曾祖父俄色僧格（■■■·■■■·■■■·■■）也

在1337-1339年间出任本钦一职，祖父达玛官却(■■·
■■■■·■■■■)和伯父曲加（■■■·■■）也都先后出任过襄（■■■）

万户的万户长。①入明后，其后裔“乌思藏故元赏司

巴司徒公哥札思监藏巴藏卜等遣酋长阿由来朝，贡

方物”②，永乐十二年（1414），明太祖封其为“赏巴国

公”，并赐银印。③治所位于今西藏墨竹贡嘎县的止

贡万户的万户长释迦桑波（■■·■■■·■■），也曾于14世纪

中叶左右受封为大司徒。④治所位于今定日县岗噶

镇的拉堆洛万户首领却吉仁钦（■■■·■■·■■■·■■■）也在元末

被元顺帝任命为万户长，统辖曲堆（■·■■■）等地，并封

为大司徒。[22]同时，治所位于今西藏昂仁县的拉堆

绛万户首领仁钦坚赞（■■■·■■■·■■·■■■）被封为乌斯藏驿

丞（■■■·■■■·■■■·■■■·■■·■■■·■■■■），司徒，并获赐印信，随后

晋封为靖国公（■■·■■■·■■·■）。[23]元末崛起并控制今西

藏江孜、康马、亚东县一带地区的夏卡瓦家族首领

帕巴贝桑波（■■■■·■·■■■·■■■·■■，1318-1370）也于 1367
年被元顺帝封为大司徒，并赐水晶（银）印、金册、金

银和绸缎等赏赐，其弟帕巴仁钦（■■■■·■·■■■·■■■）同时

被封为纳里速元帅。[24]此外，按《明实录》，元代“镇

守朵思麻、朵甘思两界”的官员锁南兀即尔因积极

归顺明朝，也被封为司徒，被任命为朵甘卫指挥佥

事，洪武六年（1373）“升为卫同知，给以分司印”，

并”遣人上其所受元司徒银印”。⑤

现有文献表明，元代在涉藏地区封授的司徒并

非实职，而是加官，亦不开府，与曹魏以来历代中央

政府的做法一脉相承。同时按《贤者喜宴》等藏文

文献，“所授职官，可在家族中世袭罔替，只能父死

子继，不假他人”。⑥由此可知，元代在涉藏地区所

封大司徒或司徒一职经报批后应准予世袭。

①“襄”，今也译作“香”或“相”，《明实录》译作“赏巴”或“赏司巴”，均系对藏文“■■■”或“■■■·■”的不同音译。陈庆英、高淑芬主

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1-212、272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119，洪武十一年八月壬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第1941页。该印保存至今，为银印，二

台直纽，高 11.4厘米，方形，边长 9.8厘米。款识：右上“赏巴国公之印”，左上“永乐十二年正月日”，边沿“礼字二百七十四

号”，原藏罗布林卡，现藏西藏博物馆。参见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何晓东

著：《历史的见证：西藏博物馆藏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文物集萃》，四川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119，洪武十一年八月壬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第1941页。该印保存至今，为银印，二

台直纽，高 11.4厘米，方形，边长 9.8厘米。款识：右上“赏巴国公之印”，左上“永乐十二年正月日”，边沿“礼字二百七十四

号”，原藏罗布林卡，现藏西藏博物馆。参见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何晓东

著：《历史的见证：西藏博物馆藏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文物集萃》，四川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91页。

④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1350页。该著在记述止贡寺座主捏腻巴却吉杰波（1335-1409）时提及，“铁兔年（1351）出任

座主……大司徒释迦桑波被任命为万户长。”关于释迦桑波生平及其所封大司徒一事，文献缺载。按捏腻巴却吉杰波1351
年出任座主推测，约在14世纪中叶。

⑤《明太祖实录》卷85，洪武六年十月乙卯,第1517页。锁南兀即尔的生平缺载，从其名字推断，为藏文■■■■·■■■·■■■·■■■的音译。

⑥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257页。原文转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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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代中央政府对涉藏地区僧俗首领司徒的封授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继承元朝治藏

策略的基础上，对涉藏地区实行因俗制宜、多封众

建的政策。一方面派员前往甘青川滇和西藏等涉

藏地区“广行招谕”，令涉藏地区的僧俗首领归附、

效忠新朝；另一方面在涉藏地区推行都指挥使司、

卫、所和僧纲司的体制。1370年，随着“故元陕西

行省吐蕃宣慰使何琐南普”等藏族首领的归附，涉

藏地区大批僧俗纷纷归附新朝，明朝“不劳师旅之

征”，全面继承了元代涉藏地区的版图，陆续对涉藏

地区归附的僧俗首领进行封授和任用，司徒仍是明

代中央政府封授涉藏地区僧俗首领的重要职官之

一。明代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虽未设置司徒一职，但

在对涉藏地区的实际管理中则继承了元代的做

法。正如《明实录》所载，“司徒者，其俗头目之旧

号，因而授之”，[25]该职实际上在明代并未废止。①

明代对司徒的封授主要集中在明初，对象虽包

括僧官和俗官，但以俗官为主，均为握有实权和影

响较大的僧俗首领。仅西藏而言，所封俗官主要是

元代十三万户长的继任者和新兴地方实力派人物，

包括帕木竹巴、拉堆绛和拉堆洛等万户长的后裔和

“土官”等新兴势力。洪武六年（1373），西藏最大的

地方势力帕竹万户长章阳沙加监藏（1350-1373）归
附明朝，明太祖按元代中央政府封授之例，封其为

“大司徒、靖国公、灌顶国师，赐予统领西藏的诏书

和羊脂玉印”，[26]从而确立了西藏地方政府帕木竹

巴政权的地位，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又封其继

任者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今译扎巴坚赞）为“灌

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王印、诰命”。[27]永乐十一年

（1413），明成祖又“授锁巴头目剌咎［昝］肖、掌巴头

目札巴、八儿土官锁南巴、仰思都巴头目公葛巴等

俱为司徒。各赐银印、诰命、锦币”。[28]其中，“锁巴

头目剌昝肖”为西藏元代拉堆洛万户长却吉仁钦之

子，封敕制诰保存至今。制云：“尔锁巴头目剌昝

肖，早从佛教悟解真乘，以清净而为宗，以慈悲而化

道，敬顺天道，尊仰朝廷，竭诚奉职，始终一致。爰

申宠命，用示褒荣，兹特授尔为司徒，益加精进，肆

扬阐於宗风，懋笃忠诚，永膺承於恩典”（图1）。②

图1 《永乐皇帝颁给剌昝肖的敕谕》汉文部分局部，

西藏档案馆藏

“仰思都巴头目公葛巴”为江孜元封大司徒帕巴贝

桑布之子贡噶帕巴（■■·■■■·■■■■·■，1357-1412），③
1413年册封使到江孜宣诏时，贡噶帕巴已在前一

年去世，其子江孜法王饶丹贡桑帕（■■·■■■·■■·■■■·

■■■■，1389-1442）因此在1418年也被封为司徒。④

“八儿土官锁南巴”应为明代西藏地方帕木竹巴政

权首领阐化王扎巴坚赞的下属官员孜努巴·司徒索

南贝（■■·■■·■·■■·■·■■■■·■■■·■■■）。⑤按《汉藏史集》，他为元

封大司徒帕巴贝桑波的次子、即“仰思都巴头目公

葛巴”之弟，元末以来长期在萨迦地方政权供职，且

政绩卓著，因此从萨迦地方政权获得大量庄园和城

堡的奖赏，并“逐步掩有夏卜僧格孜（■■·■■■·■■·■■）、杰

（■■■）、博东（■■·■■■）等地”，迅速发展成后藏地区新兴

势力的首领，入明后供职于帕木竹巴西藏地方政

府，为阐化王扎巴坚赞时期重要的官员之一，因此

①徐连达编著：《中国官职大辞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4页认为司徒“至明废”，但从明代中央政府对涉藏
地区的治理史实来看，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②该制诰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编：《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文物出版社，1995年，图版25。其研究参见沈卫荣：《明封司徒锁巴头
目剌昝肖考——兼论元明时代乌思藏拉堆洛万户》，台北《故宫学书季刊》，1999年，第1期，第121页。藏文文献之载与此相同：

“拉赞肖，（被）封为大司徒，并赐银印，统辖拉堆洛上从素措至曲堆范围之地”，阿旺格丹嘉措：《协噶尔教法史》，第11-12页。
③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第 272页。熊文彬：《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江孜白居寺壁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
社，1996年，第20页将其对应为其子饶丹贡桑帕，不确。

④晋美扎巴：《江孜法王传》，第 50、55页。“仰思都”为明代对藏文年楚河上游“■■·■■■”一名的音译，参见熊文彬：《中世纪藏传

佛教艺术——江孜白居寺壁画研究》，第20页；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第272页。

⑤班钦索南扎巴（■■·■■■·■■■■·■■■·■■■·■）：《新红史》（■■■·■■■·■■■·■），藏文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页。孜努巴·司徒索南贝

的生卒年不详，他应为“八儿土官锁南巴”的依据主要有三：其一，孜努巴·司徒索南贝的名字“索南贝”与《明实录》所载名字
“锁南巴”完全吻合；其二，入明后，他供职于阐化王扎巴坚赞任职时期的帕木竹巴西藏地方政府，不仅时代吻合，且职位也与
《明实录》所载“土官”吻合；其三，《新红史》不仅在其名字前冠以司徒名号，而且《汉藏史集》明确记载他受封为大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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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明成祖“封为大司徒、并赐银印和诏书”，①其次子

仁钦帕巴也被授予都司（■·■■）一职。②“掌巴头目札

巴”则疑为元代拉堆绛万户长后裔南杰扎桑（■■·■■·

■■■·■■■，1395-1475），按《拉堆绛万户长南杰扎桑

传》，“大法王（南杰扎桑）二十岁时（1414年）被封

为大司徒，并获赐银印，”其父曲扎贝桑波（■■■·■■■·

■■■·■■■·■■）被封为靖国公，获赐银印，法王贡曲列巴

（■■■■·■■■■·■■■■·■）被封为乌斯藏宣慰使司指挥使（■■■·■·

■■·■■■·■■■·■·■■■■·■■■■·■■·■■■），并获银印。[29]西藏博物馆现

存礼部制作的“司徒之印”与此次封授密切相关。

该印为银印（图2），与汉藏文献之载吻合。其造型

为二台直纽，高11.9厘米，边长9.4厘米。汉文叠篆

款识右上“司徒之印”（图 3），左上“永乐十年二月

日礼部造”。③

明朝对涉藏地区僧俗首领封授司徒一职，主要

集中在洪武和永乐两朝，是对元代的继承和延续，

具有过渡性质。随着永乐朝后明代对涉藏地区政

策的调整，俗官的封授主要以教王、都指挥使司、

卫、所等各级实职官员为主，僧官则陆续形成了从

都刚至禅师、国师、大国师、西天佛子和法王的完整

体系，[30]较少出现封授司徒的记载。

四、司徒活佛系统名号的形成

明初，随着中央政府封授僧官为司徒，司徒由

是从职官演变成转世活佛系统的名号。1283年，

噶玛噶举派自噶玛拔希（■■·■■·■■，1204-1283）圆寂后

开创活佛转世的先河以来，陆续形成了黑帽、红帽、

司徒、巴卧和嘉曹等数个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其

中，司徒活佛转世系统的名号就直接渊源于明代中

央政府对该派高僧却吉坚赞（■■■ ·■■ ·■■ ·■■■，1377-
1448）的封授。④

图3 永乐皇帝颁赐的司徒
之印印面局部，西藏博物馆藏

图 2 永乐皇帝颁赐的司徒

之印西藏博物馆藏

1406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得银协巴

（■■·■■■■·■■■■■·■，1384-1415）应明成祖之诏前往南京觐

见。明成祖在封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的同时，于

1413年封其弟子“绰斯吉监藏（“却吉坚赞”的明代

音译）为灌顶圆通妙济国师”，⑤大司徒。⑥却吉坚赞

①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第383-384页；同时参见陈庆英汉译本，第237页。另明代另外一些藏文文献也在其名字前冠以大

司徒的名号，记为“大司徒索南贝”，与《汉藏史集》所载封号相同，如参见白玛多吉（■■·■·■■·■■）：《杰氏家族源流史》（■·■■■·■■■·■■·■■■·

■■■·■■■·■■·■■■■·■·■·■■■·■■■·■·■·■■·■■■·■■■·■■·■·■·■■·■■■■·■■■■·■·■■■·■·■■·■■■·■■·■■■），藏文本，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②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第383-384页；同时参见陈庆英汉译本，第237页。另明代另外一些藏文文献也在其名字前冠以大

司徒的名号，记为“大司徒索南贝”，与《汉藏史集》所载封号相同，如参见白玛多吉（■■·■·■■·■■）：《杰氏家族源流史》（■·■■■·■■■·■■·■■■·

■■■·■■■·■■·■■■■·■·■·■■■·■■■·■·■·■■·■■■·■■■·■■·■·■·■■·■■■■·■■■■·■·■■■·■·■■·■■■·■■·■■■），藏文本，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③该印原藏罗布林卡，现藏西藏博物馆。同时，该印有一复制印，宝珠纽，木纽铜质，方形，高10厘米，边长9.4厘米，原藏布达拉
宫。参见欧朝贵、其美：《西藏历代藏印》，第24页；何晓东：《历史的见证：西藏博物馆藏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文物集萃》，第90页。
④部分学者认为，司徒活佛转世系统源自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佛若必多吉1363年从大都觐见元朝皇帝返藏时，由元惠
宗所封其弟子大司徒的封号，参见通拉泽翁、杨健吾：《八蚌寺暨历代司徒活佛》《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2期，第36-43
页。但该结论有待商榷：首先，1363年距离1450年二世司徒活佛转世间隔近一个世纪，不符活佛转世常规；其次，以下述八
世司徒活佛为代表的司徒活佛本身认为该活佛系统源自明代。相关讨论亦可参见房建昌：《噶玛噶举派的司徒活佛世系与
八蚌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2期，第31-33页。

⑤《明太宗实录》卷137，永乐十一年二月已未条，第1665页；司徒班钦·却吉迥乃：《噶玛噶仓传》（■■■·■■■·■■·■■·■■·■■·■■■·■·■■■·■■·■■■■·

■■·■■·■■·■·■■·■■■■·■■■·■·■·■·■·■■■·■■·■■■·■·■■■·■·■·■■■■·■■），见《司徒班钦文集》（■■·■·■■·■■■·■■■·■■·■■■·■■■·■■·■■■·■■■·■■■■·■■），卷11，藏文本，四川党建集

团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445页。
⑥迄今未发现却吉坚赞受封为司徒的明确记载，但据相关藏文文献，应为史实，如成书于 1564年的重要历史著作《贤者喜

宴》就称他为“至尊噶玛司徒活佛（■■·■■■·■■·■■■·■■·■■）”，其转世扎西班觉亦被称为“司徒”，参见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

1016、1150页。另部分学者认为，国师和司徒的封号系由却吉坚赞陪同得银协巴前往南京觐见时所封，如参见Nik Douglas
& Meryl White, Karmapa: The Black Hat Bla ma of Tibet, London:Lucac & Co., 1976, pp.248，但据《明实录》《贤者喜宴》等汉藏文
献，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依据主要有二：首先，随得银协巴入朝并受封的三大弟子并无却吉坚赞，且受封时间不同，前者为
1407年，而却吉坚赞受封为1413年；其次，《贤者喜宴》和《噶玛噶仓传》明确记载，得银协巴从南京返藏时，却吉坚赞专门前往拉
萨迎接。分别参见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 1016、1150页，司徒班钦·却吉迥乃：《司徒班钦文集》，第 445-446页。

熊文彬:司徒：从职官到转世活佛系统名号的演变——元明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遗珍 ·· 25



时为今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县噶玛寺（■■·■■■■，《明实

录》作“哈立麻寺”）主持，该寺与拉萨堆龙德庆区的

楚布寺是噶玛噶举派的两大主寺。明成祖在封授

却吉监赞的同时，封楚布寺（《明实录》作“簇尔卜”）

主持“端竹斡薛儿巴里藏卜为灌顶净慈通慧国

师”。[31]1448年，却吉坚赞圆寂，噶玛噶举派决定寻

找其转世灵童，最后确认扎西南杰（■■·■■■ ·■■ ·■■，

1450-1497）为其转世。按《贤者喜宴》，由于司徒等

元、明中央政府所封职官准予世袭，由此形成了司

徒转世活佛系统。却吉坚赞“由是肇开司徒活佛名

号之先”，[32]被认为一世司徒活佛，扎西南杰为二世

司徒活佛。

迄今为止，司徒活佛系统共有十二世，其余三

至十二世依此如下：三世活佛扎西班觉（■■·■■■·■■■·

■■■■，1498-1541）、四世活佛却吉国恰（■■■·■■·■■·■，1542-
1585）、五世活佛却吉坚赞（与一世同名，史称“后世

却吉坚赞”，1586-1657）、六世活佛弥旁却吉饶丁

（■■·■■·■■■·■■·■■·■■■■，1658-1682）、七世活佛勒协玛瓦尼

玛（■■■■·■■■·■·■·■■·■，1683-1698）、八世活佛司徒班钦却

吉迥乃（■■·■·■■·■■■·■■■·■■·■■■·■■■，1700-1774）、九世活佛

白玛宁杰旺波（■■·■·■■■·■■■·■■■·■■，1774-1853）、十世活

佛白玛贡桑曲杰（■■·■·■■·■■■·■■■·■■，1854-1885）、十一

世活佛白玛旺秋杰布（■■·■·■■■·■■·■■·■■，1886-1952）、
十二世活佛白玛顿月宁杰旺波（■■·■·■■■·■■■·■■■·■■■·■■■·

■■，1954-）。①1729年，八世司徒活佛却吉迥乃在今

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建成八邦寺（■■·■■■·■■■■）后，

司徒活佛移居八邦寺，而此前历代司徒活佛均锡

居噶玛寺。

元以来，大司徒、国公等职官和名爵在涉藏地

区的封授，虽属加官，并无实权，但其所代表的崇高

权威和地位对涉藏地区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

在涉藏地区，这些职官的封授不仅代表元、明中央

政府的权威和崇高的荣誉，是受封者向全社会彰显

其权利和地位正统性、合法性的依据，象征受封者

的实力和地位，故涉藏地区各大僧俗首领竞相争

取。元末推翻萨迦地方政权的绛曲坚赞虽于 1354
年被封为万户长，但仍继续请封大司徒之职，直到

1357年如愿以偿。与此同时，封授仪式也极为隆

重。受封者不仅以仪仗为先导，率大批随从前往受

封，并且还向出席仪式的大批僧俗首领和百姓发放

布施，整个过程长达数日。②受封者和全社会都以

受封为荣，往往都在受封者名字前冠以所封职位和

名爵，以示尊崇。如明代帕木竹巴政权的建立者绛

曲坚赞被称为“大司徒绛曲坚赞”；蔡巴万户长贡噶

南杰通常被称为“司徒贡玛”或“蔡巴司徒”；一世司

徒活佛却吉坚赞通常被称为“至尊噶玛司徒活佛”

或“国师却吉坚赞”。

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对涉藏地区僧俗首领的封

授，也清代涉藏地区产生了深刻而又重要的影响。

清初，西藏建立蒙藏联合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后，

其首领之一的第司（■■·■■■）不仅向清朝中央政府请

封，同时在 1693年前的历任第司仍在其颁布的文

告中继续使用明封司徒、国公、国师和禅师之印，③

以示其权利的正统、合法和权威性。1694年，第五

任第司桑结嘉措（■■·■■■·■■■·■■·■·■■■，1679-1703）获得康

熙皇帝的封授和赐印后，无比荣耀，对元以来中央

政府对西藏等涉藏地区僧俗首领大司徒等职官的

封授及其权威，以及涉藏地区僧俗首领竞相请封的

原因进行了精辟、透彻的总结：

往昔，昆氏传人洛珠坚赞（八思巴）受薛禅皇帝

（忽必烈）之召，前往汉地，封为灌顶国师，赐羊脂玉

印，吉祥萨迦巴遂威名天下。其弟子受本钦之诏，

成为统御十三万户之主；朗氏后裔弟子多杰贝三次

前往汉地，获赐诏书，受封为帕竹万户长。随后，仲

钦绛曲坚赞获赐三宝虎头印，受封大司徒，出任帕

木竹巴第悉，天下无敌；足智多谋的禄东赞后裔仁

杰瓦前往汉地，被封为蔡巴万户长；止贡迥多杰扎

之近侍，诏封贡巴；木雅瑟苏后裔扎达，被汉地薛禅

皇帝诏令为国师，赐印授职，以（拉堆）绛万户长闻

名遐迩。此九洲之地，自古以来就有竞相前往汉

地，争取皇帝的封授，从而进入大喇嘛和达官显贵

①关于历代司徒活佛，分别参见司徒班钦·却吉迥乃：《司徒班钦文集》，第445-502页；H.Richardson,“The Karmapa Sect”, 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8-1959), reprinted in H.Richardson, High Peaks, Pure Earth, London：Serindia Publica⁃
tions,1998, pp.377-378; Nik Douglas & Meryl White, Karmapa: The Black Hat Bla ma of Tibet, pp.155-159.
②详细记载，参见晋美扎巴：《江孜法王传》，第 54-55页。
③现存明代“司徒之印”银印一直由第司掌管，清初甘丹颇章政权历任第司使用明代中央政府颁布的印章所颁发文告的统

计，参见朱德涛：《清代西藏官印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年，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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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列，并极为重视红色官印之传统。①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其一

藏文文献中的“■■■·■■·■”或“■■·■”一词是对西周以来的

中央职官“大司徒”或“司徒”的音译，源于元、明两

代中央政府在涉藏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对涉藏地区

僧俗首领的封授；其二、司徒封授对象既有僧官，亦

有俗官，均为涉藏地区握有实权或影响较大的地方

僧俗首领。其中，元代的封授多集中于元末，明代

则集中于明初，是对元代的继承，具有过渡性质。

元以来涉藏地区僧俗首领都竞相争取中央政府的

封授，以示其权力和地位的正统、合法和权威性；其

三、从永乐朝开始，司徒逐渐演变成藏传佛教噶玛

噶举派转世活佛系统的名号，并沿袭至今；其四、司

徒等职官的封授，对元、明乃至清代涉藏地区的治

理和疆域的一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并逐渐融入藏

族文化之中，成为汉藏等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

融的又一重要实例，充分反映出元、明两代中央政

府对西藏的治理，历史上藏族对中央政府和中华民

族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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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Tibetan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of Tibetan language
Sonam Tseten

（School of History,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Province, 810001）

Abstract: Translators ar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eyes of the world" in Tibet history.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Ancient Tibet period onwards, translators honored as experts were highly favored by Tibetan historians, and
every work on the history of teachings and dharma contains a list of interpreters of all times, but when we look at
the history of Ancient Tibet’s foreign exchanges, we find that interpreters or translators, who have been discard⁃
ed by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were also given the same title. Not only did Ancient Tibet have interpreters in the
royal court, but it also had many interpreters for the margin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for
the leading ministers in foreign wars, who were able to exchange messages between Tibetan and other languages
such as Chinese, Sanskrit, and ancient Uighur to make Ancient Tibet′s foreign ex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mili⁃
tary, and cultural fields more convenient and smoother.
Key words: The Ancient Tibet; "Eyes of the world"；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Multi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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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 The Evolution of the Name of the Reincarnated Living Buddha System from the
Officials to the Reincarnated Living Buddhas

—Important Relic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of Tibet in the Yuan and Ming Periods
Xiong Wenbin

(Center for Tibet Studies & School of Archaeology，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610207)

Abstract: Situ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fficial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
ty to the Yuan Dynasty and has witnessed the evolution from the actual position to the additional official and the
granting of the official.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use the Situ in the Yuan Dynasty for the conferment of the lead⁃
ers of Tibet and other places related to Tibet, and the objects of conferment were both lay officials and monks, all
of whom held real power and had greater influence. The Ming Dynasty inherited this tradition from the Yuan Dy⁃
nasty, and Situ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name of Tibetan Buddhism′s reincarnated living Buddha system, which
is still in use today.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government conferred the title of Situ on the monks and
lay leaders of Tibet-related area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Tibet-related areas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erritory, and the term Situ was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ibetan culture, which is a great
legacy of governing those areas and a tangible proof of the blending of Sino-Tibetan cultures in history. It fully re⁃
flects the governance of Tibet and other Tibet-related areas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Tibetan people′s histor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Situ; Conferment; Tibet-related areas；the Name of the Reincarnated Living Buddha System；Sino-
Tibetan cultural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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